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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与实践能力对公司绩效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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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 2014—2017年沪深股市 11个行业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对企业社会责任管理能力、实践能力及其协同作用对公

司绩效（财务绩效与市场绩效）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发现：企业社会责任管理能力对财

务绩效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具有滞后性，但与市场绩效不相关；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能力与财务绩效存在当期正相关和滞后

负相关关系，并与市场绩效负相关；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与实践能力对财务绩效与市场绩效均具有长期协同促进作用。研究结

论为我国上市公司协同推进社会责任管理与实践提供了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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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企业应推进诚信建设和志愿服务制度化，强化社会责任意识。同时以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激发全社会创造力与发展活力，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

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在企业，因此企业应肩负起社会责任，乘新时代东风，走转

型升级创新发展之路，增进公司绩效。陈佳贵等（2009）认为对社会责任而言，管理为责任管理的过程，包含

责任治理、责任推进、责任沟通、守法合规等方面，这是每个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原点；根据利益相关方不同，

实践通过经济价值创造能力、社会价值创造能力及环境价值创造能力等维度展开。企业应积极践行社会责

任管理与实践，妥善处理好与新时代契合的关系，探索社会责任内部有效的管理方式，扎实推进社会责任工

作，释放企业活力。在此背景下，深入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与实践能力及其协同作用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机

理，对于引导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二、文献回顾

近年来，不少学者对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绩效的影响关系中存在的调节效应和中介效应进行了大量研

究。在调节效应研究方面，国内外学者为了检验社会责任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具体作用路径，在两者间引入了

长线投资、公司治理、行业竞争、市场发展、政府所有权、法律制度等调节变量进行了实证研究。代表性文献

包括：张爱卿和师奕（2018）基于资金供给假说和信号理论，运用情境实验研究方法对 406名参与者进行研究

发现，长线投资正向调节社会责任绩效与公司绩效的关系；也有学者基于资源依赖理论、代理理论和利益相

关者理论，发现公司治理正向调节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绩效的关系，公司治理水平越高，履行相关社会责任

取得的回报越多（Rodriguez‐Fernandez，2016）；徐二明和衣凤鹏（2014）基于动态竞争理论，构建了一个刻画企

业社会责任、行业竞争与公司绩效三者间关系的理论模型，提出了行业竞争正向调节企业社会责任与滞后期

公司绩效，竞争越激烈，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获得公司绩效越高等推论；在转型经济特殊的制度环境下，企业所

在地区市场发展程度越高，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越强（徐二明和衣凤鹏，2013）；靳小翠（2018）通

过研究沪市非金融上市公司表明，企业拥有越完善的社会责任相关法律制度，同时加大市场竞争，社会责任

对社会资本的促进作用会更加明显，即市场竞争和法律制度在社会责任与社会资本的关系中存在正向调节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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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介效应研究方面，随着国内外学者对社会责任与公司绩效作用关系的持续拓展研究，一些文献在考

虑调节变量的基础上，将法律责任、环境责任、声誉、无形资产、研发投入等中介变量纳入社会责任与公司绩

效关系的研究框架中。例如，郝秀清等（2017）基于社会资本理论检验了社会责任与长短期公司绩效之间的

关系，发现社会资本对社会责任、长期公司绩效及非公司绩效产生部分正向中介作用，而社会责任与公司绩

效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陈煦江（2014）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采用中国 100强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进行研

究发现，市场责任在法律责任或环境责任正向影响财务绩效的关系中具有完全中介效应，而责任管理在市场

责任影响公司绩效的关系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Brammer和 Pavelin（2006）引入声誉变量研究发现企业积极

履行社会责任，有助于形成良好的声誉，从而提升公司绩效；此外，Surroca et al（2010）考察了无形资产对社会

责任与公司绩效的中介作用关系；Mcwilliams和 Siegel（2000）发现研发投入对新产品绩效具有显著影响，忽

略研发支出在社会责任与公司绩效作用中的中介效应会导致两者之间的直接相关关系不显著。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绩效影响关系中的调节效应或中介效应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探

究，但较少基于企业社会责任内部的管理与实践角度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展开研究，对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与实

践的协同作用有所忽视。基于此，本文选取 2014—2017年沪深股市 11个行业的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面板

数据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与实践能力及其协同作用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并提出相关对策

建议。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基于权变理论，企业高管的多维度特征具有整合竞争优势资源的能力，有助于提高企业管理水平，从而

增加公司绩效（贾建锋等，2015）；高尚等（2019）以 2014—2016年中药企业为对象，运用面板数据研究了公司

治理对社会责任与公司绩效的影响，表明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占比对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绩效有着正向调

节作用，即在公司管理能力的调节下，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能够提升其财务绩效水平；张兆国等（2013）选

取沪市 A股上市公司样本，采用广义矩估计（GMM）方法对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关系进行检验发现，滞后

一期社会责任对当期公司绩效具有正向影响；马建威和黄春（2019）发现国有控股公司的公司治理越好，内部

控制越高，能够通过自身优势实施严密的企业管理，在短期内迅速提升公司绩效。可见，企业通过树立社会

责任管理理念，持续推进社会责任的治理与管理，从而实现科学合理的管理实践，增强自身实力，获得更优的

公司绩效。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当期企业社会责任管理能力对公司绩效产生正向影响（H1a）；

前期企业社会责任管理能力对当期公司绩效产生正向影响（H1b）。

陆孝春（2013）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归因理论，通过问卷调查发现，中小企业管理者对社会责任认知程

度越高，企业越容易取得高效的社会实践成果，有利于企业构建社会合法性，提高企业声誉，获得大众认可，

最终实现企业经济的增长。企业实行有效的社会实践会为企业带来良好的财务业绩，管理者应该根据企业

实情采用不同的竞争战略。戚依南和张晓娣（2008）基于其构建的“管理实践‐竞争战略‐公司绩效”理论模型

并结合问卷调研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差异化的供应链管理实践更有助于实现企业价值。因此企业应当根据

自身情况调整对供应链实践的关注，探索适合的社会实践路径。实际上，企业管理者不得不面对来自利益相

关者的压力，积极响应其对社会责任的期望，意味着他们将对选择何种实践方式做出艰难选择。O’Riordan
和 Fairbrass（2008）对制药企业进行调研发现，制定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核心目标，可为企业社会责任决策提

供结构统一、系统全面的方法，同时企业管理人员应该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社会责任实践框架，以有效地回

应利益相关者的诉求。骆嘉琪等（2019）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对交通运输行业运用动态滞后模型进行研究发

现：当期及滞后一期社会责任的履行对公司绩效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当期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能力对公司绩效产生正向影响（H2a）；

前期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能力对当期公司绩效产生正向影响（H2b）。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管理是企业的一种制度安排，具体包含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两方面，而实践

主要表现在企业对技术的运用方面。对企业社会责任而言，基于林毅夫等（2006）和许庆瑞等（2006）提出的

制度与技术协同效应理论，以及肖红军等（2016）构建的企业社会责任能力成熟度指标体系与陈佳贵等

（2009）创建的中国 100强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理论模型分析发现：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的核心为社会责任

理念与战略等非正式制度的建设水平，以及社会责任推进管理、透明化与合规性运营等正式制度的执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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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核心是企业对大数据、智能化、云计算等现代技术的运用与创新，两者相互相成、协

同共进，通过直接与协同两条路径创造公司价值，包括企业在实践中为客户、股东、员工及社区等利益相关方

创造的社会价值、环境价值和经济价值。因此，企业应当避免责任管理与实践长期存在的“两张皮”甚至“相

互抵触”问题，妥善处理好两者的协同关系。

有关企业责任管理与实践的协同作用的实证研究文献聚焦于以下几个方面：王立和王龙伟（2018）基于

宏观层面的政策导向视角，基于自然资源基础理论，以 227 家中国制造企业为样本研究发现，政府制定的政

策对绿色管理与公司绩效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企业应当紧跟国家和政府的政策导向；许慧珍和林丹明

（2008）从信息技术的投入与产出分析视角研究表明，企业应当制定社会责任管理实践方案，通过实施科学有

效的企业战略，降低实践风险，同时增加对信息技术的投入，能够显著提升公司价值；邓曦东等（2019）通过对

汽车行业的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对高管团队成员特征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表现在企

业股权较为集中时，企业高管易于制定社会责任具体实施方案，当且仅当企业实施高水平的管理政策并获得

良好的责任实践时，才能够提升公司绩效；李倩等（2019）结合制度基础观、高阶理论与问卷调研，发现制度环

境与技术高管占比正向调节企业家精神与公司绩效的作用关系，在新时代的社会环境中，企业家精神帮助企

业在危机时刻做出正确研判，即企业家精神正向影响公司绩效；朱泽钢和孔龙（2014）根据制度经济学理论分

析，认为企业通过实施制度设计能够降低利益相关者实施制度约束的成本，从而提高利益相关者参与度，增

强企业管理能力，提升企业绩效。基于以上分析，并结合前述假设H1和H2，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当期企业社会责任管理能力与实践能力的协同作用对公司绩效产生正向影响（H3a）；

前期企业社会责任管理能力与实践能力的协同作用对当期公司绩效产生正向影响（H3b）。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文中样本来自沪深股市 300上市公司及房地产、食品、制造业、建筑、运输、能源、服务业、公共事业、采矿

业、农业、综合 11个行业市值排名前 50强的上市公司。由于 2018年后的企业社会责任能力成熟度指数尚未

发布，本文选取的样本时间跨度为 2014—2017年，同时剔除在香港或海外上市的公司及已退市的上市公司，

以及上市时间不足 2年的上市公司（做滞后一期值回归分析所需）。上述样本涉及的财务数据来自 CSMAR
数据库，企业社会责任数据来自肖红军等（2016）撰写的《中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能力成熟度报告》中的上市

公司社会责任能力成熟度指数。

（二）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公司绩效（CFP），本文采用现有文献广泛运用的公司财务绩效（用总资产报酬率 ROA表

征）和资本市场绩效（用托宾 Q值 TOB表征）两个层面对公司绩效进行度量。

2. 解释变量

基于本文的研究目的，我们将上述企业社会责任能力成熟度指数涉及的 6个指标维度归并为社会责任

管理能力和社会责任实践能力两类变量，以便研究两者对公司绩效的单独及协同影响，具体设置企业社会责

任管理能力（CSM）、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能力（CSP）、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与实践能力的协同作用（CSM×CSP）三

个解释变量。其中，管理能力（CSM）与实践能力（CSP）分别根据肖红军等（2016）构建的“企业社会责任成熟

度指标钻石模型”中的企业社会责任理念与战略（SRIS）、企业社会责任推进管理（SRM）、合规透明运营能力

（CTOA）和经济价值创造能力（ECVC）、社会价值创造能力（SVCA）、环境价值创造能力（ENVC）6个一级评价

指标体系进行加权计算（表 1）。从协同学理论来看，协同效应的实质是各子系统相互促进的一种正向调节

效应；本文借鉴周雪和马舜羿（2019）的做法，采用企业社会责任管理能力与实践能力的交乘项来度量两者对

公司绩效产生的协同效应。

3. 控制变量

参考冯丽艳等（2016）和朱乃平等（2014）的做法，在模型中引入公司的产权性质、规模、所属行业、研发支

出和风险等控制变量。设置 ALR（资产负债率）、INDU（行业）、SIZE（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RD（研发支出

占总销售额的比重）、EXCH（上市交易所）和 STATE（公司性质）分别控制样本公司的风险、所属行业、规模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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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研发强度、上市地点和公司产权性质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此外，根据崔也光和李博（2018）的研究，研发支

出在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公司绩效中具有协同作用。因此本文将社会责任成熟度综合得分与研发支出的交乘

项用于控制研发支出在社会责任影响公司绩效中的协同效应。上述变量及定义见表 1。
表 1 研究变量及定义

变量类型

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控制变量

变量名称

总资产报酬率

托宾 Q

社会责任管理能力

社会责任实践能力

企业管理与实践能力的协同作用

公司规模

资产负债率

行业

上市地点

企业研发支出与社会责任的协同效应

公司性质

变量代码

ROA

TOB

CSM

CSP

CSM×CSP

SIZE

ALR

INDU

EXCH

RD×CSR

STATE

变量度量

净利润 TTM/总资产平均余额

市值/资产总计

社会责任理念与战略×10%×社会责任推进管理×18%×合规透明运营能力×18%
经济价值创造能力×18%×社会价值创造能力×18%×环境价值创造能力×18%

社会责任管理能力×社会责任实践能力

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年末总负债/年末总资产

房地产、食品、制造、建筑、运输、能源、服务、公共事业、采矿、农业、综合等 11个行业，以
综合为参照（取 0），其他行业取 1

沪市取 1，深市取 0
研发支出×社会责任成熟度综合得分

国企取 1，其他企业取 0
注：解释变量的变量名称及权重度量借鉴了肖红军等（2016）的做法。

（三）模型构建
基于前述假设及对各变量的定义，同时考虑到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绩效之间可能存在的因果内生性问题

（钱明等，2016），本文在模型构建中包含了解释变量 CSM、CSP与 CSM×CSP的滞后一期值。具体模型如下：
CFPit = α0 + α1CSMit + α2CSMi，t - 1 + α3CSPit + α4CSPi，t - 1 + α5CSMit × CSPit +α6CSMi，t - 1 × CSPi，t - 1 + α7RDit × CSRit + α8SIZEit + α9 ALRit + α10 INDUit +α11EXCHit + α12STATEit + μit

（1）
其中：当期公司绩效（CFPit）分别用 TOBit和 ROAit度量；CSMit、CSPit与 CSMi，t-1、CSPi，t-1分别表示当期与滞后一

期企业社会责任管理能力与实践能力；CSMit×CSPit与 CSM i，t-1×CSP i，t-1分别表示当期与滞后一期企业社会责

任管理与实践能力的协同作用；RDit×CSRit表示当期研发支出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协同作用；SIZEit、ALRit、
INDUit、EXCHit和 STATEit分别表示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所属行业、上市地点和公司性质；αi表示待估参数；

μit表示随机扰动项。

五、实证研究

（一）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本文采用 STATA15.0对所选取样本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囿于篇幅，表 2仅列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

计值。从公司绩效来看，托宾 Q（TOB）的最大值为 45.683，最小值为 0.094，这意味着不同企业的市场绩效水

平良莠不齐；而总资产报酬率（ROA）的最小值

为-2.477，最大值为 0.396，也表明企业之间的财

务绩效存在明显差异。企业社会责任管理能力

（CSM）与实践能力（CSP）的均值与标准差均较

低，表明样本公司在企业管理与实践方面仍处于

较低水平。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与实践的交乘项

（CSM×CSP）、研发支出与企业社会责任的交乘项

（RD×CSR）的均值显示不同企业在社会责任的内

部管理与实践的协同，以及企业社会责任与技术

创新的协同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二）相关性分析

为初步检验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控制变

量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以及各解释变量与控制

表 2 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名称

TOB
ROA
CSM
CSP

CSM×CSP
RD×CSR
SIZE
ALR
SRIS
SRM
CTOA
ECVC
ENVC
SVCA

最小值

0.094
-2.477
0.000
0.000
0.000
0.000
18.691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最大值

45.683
0.396
1.894
2.988
3.900
3.600
26.693
3.613
1.015
0.853
1.080
0.985
0.956
0.905

均值

2.449
0.024
0.056
0.392
0.058
0.006
22.274
0.352
0.335
0.057
0.458
0.683
0.211
0.357

标准差

2.340
0.064
0.149
0.473
0.232
0.047
1.100
0.214
0.198
0.115
0.151
0.106
0.183
0.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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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是否在可接受的范围内，表 3列示了主要变量之间的 Pearson相关系数检验。其中，

当期与滞后一期的社会责任管理能力、实践能力及两者的协同作用均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与当期市场绩

效负相关；滞后一期的社会责任管理能力、实践能力及两者的协同作用均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与当期财务

绩效负相关。根据相关系数矩阵，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较小，多数低于 0.550；解释变量的方差扩大因子

（VIF）的最小值为 2.390，最大值为 4.310，远低于多重共线性的临界值 10。因此，变量间多重共线性在可接受

范围内，可进一步进行回归分析。

表 3 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

变量

TOBit/ROAit

CSMit

CSMi，t-1
CSPit

CSPi，t-1
CSMit×CSPit

CSMi，t-1×CSPi，t-1
RDit×CSRit

SIZEit

ALRit

TOBit/
ROAit

1
-0.136***
-0.140***
-0.180***
-0.188***
-0.129***
-0.140***
-0.011
-0.540***
-0.328***

CSMit

0.000
1

0.709***
0.509***
0.428***
0.899***
0.671***
-0.005
0.327***
0.104***

CSMi，t-1

-0.055***
0.709***
1

0.400***
0.490***
0.684***
0.901***
-0.007
0.311***
0.112***

CSPit

0.047***
0.509***
0.400***
1

0.635***
0.563***
0.415***
-0.001
0.387***
0.096***

CSPi，t-1

-0.048***
0.428***
0.490***
0.635***
1

0.459***
0.550***
-0.007
0.358***
0.100***

CSMit×
CSPit

0.000
0.899***
0.684***
0.563***
0.459***
1

0.736***
-0.003
0.331***
0.092***

CSM i，t-1×
CSPi，t-1
-0.061***
0.671***
0.901***
0.415***
0.550***
0.736***
1

-0.005
0.329***
0.104***

RDit×
CSRit

0.012
-0.005
-0.007
-0.001
-0.007
-0.003
-0.005
1

-0.006
-0.020

SIZEit

0.049***
0.327***
0.311***
0.387***
0.358***
0.331***
0.329***
-0.006
1

0.367***

ALRit

-0.248***
0.104***
0.112***
0.096***
0.100***
0.092***
0.104***
-0.020
0.367***
1

注：***、**、*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左下方和右上方分别为 TOB、ROA的相关性分析。

（三）回归分析

为检验 H1~H3，本文基于前述构建的回归模型，进一步对样本公司构成的面板数据进行混合回归分析、

随机效应回归分析与固定效应回归分析。由于本文选取的样本期间为 2014—2017年，受回归自由度等因素

的限制，仅适合做滞后一期的检验。本文根据白仲林（2008）的建议，首先对混合回归模型与固定效应模型进

行 F检验，F检验值分别为 14.440与 1.770，结果显示固定效应模型显著优于混合回归模型；其次，进一步通过

豪斯曼检验（Hausman test）对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进行选优，检验结果的 χ2统计量分别为 118.270、
85.410，故拒绝为随机效应模型的原假设，接受固定效应模型为最优模型。为了避免不同检验方法对最优模

型产生的偏误，表 4完整地列示了固定效应模型、混合回归模型、随机效应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

表 4 三种面板数据分析模型的回归结果比较

解释变量与
控制变量

C

CSMit

CSMi，t-1
CSPit

CSPi，t-1
CSMit×CSPit

CSM i，t-1×CSPi，t-1
RDit×CSRit

SIZEit

ALRit

INDUit

EXCHit

STATEit

Adj. R2
F

固定效应模型（1）
被解释变量 ROAit

0.843***（0.007）
-0.041***（0.008）
-0.055***（0.005）
0.008**（0.016）
-0.026***（0.000）
0.031***（0.001）
0.023**（0.027）
0.028***（0.000）
-0.036***（0.009）
-0.018（0.358）

Control
0.012（0.203）

-0.103***（0.000）
0.108
293.61***

被解释变量 TOBit

43.716***（0.000）
-0.123（0.399）
-0.335（0.407）
-0.103***（0.004）
-0.183***（0.004）
0.201**（0.033）
0.409**（0.015）
-0.084***（0.000）
-1.749***（0.000）
-0.572（0.306）

Control
-0.206（0.307）
-0.450***（0.000）

0.303
19.580***

混合回归模型（2）
被解释变量 ROAit

-0.132***（0.000）
-0.007（0.571）
-0.004（0.575）
0.016***（0.000）
-0.013***（0.000）
0.002（0.813）
0.000（0.984）
0.016***（0.000）
0.007***（0.000）
-0.044***（0.000）

Control
0.002（0.413）
-0.003（0.220）

0.089
37.040***

被解释变量 TOBit

19.760***（0.000）
0.026（0.930）
0.101（0.815）
0.005（0.935）
-0.067（0.334）
0.189（0.241）
0.252（0.247）

-0.789***（0.000）
-0.767***（0.000）
-1.473***（0.000）

Control
-0.105（0.205）
-0.350***（0.000）

0.334
77.380***

随机效应模型（3）
被解释变量 ROAit

-0.137***（0.000）
-0.012（0.342）
-0.010（0.441）
0.016***（0.000）
-0.015***（0.000）
0.008（0.309）
0.002（0.845）
0.021（0.066）
0.007***（0.000）
-0.040***（0.000）

Control
0.003（0.410）
-0.003（0.221）

0.081
/

被解释变量 TOBit

21.208***（0.000）
-0.010（0.965）
-0.240（0.359）
-0.074*（0.052）
-0.193***（0.000）
0.191（0.203）
0.412***（0.009）
-0.186（0.350）
-0.828***（0.000）
-1.345***（0.000）

Control
-0.106（0.205）
-0.360***（0.000）

0.336
/

注：括号内为 P值；***、**、*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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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 4中的最优模型固定效应模型（1）可见：

（1）在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与实践能力对财务绩效的影响方面。首先，企业社会责任管理能力（CSMit）及

其滞后一期值（CSMi，t-1）均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与当期财务绩效（ROAit）负相关，该结论拒绝了假设 H1a和
H1b，表明企业社会责任管理制度的设计、制定、执行到转化为财务绩效需要耗费较高的财务成本，牺牲部分

财务绩效，并且存在一定周期的滞后性（样本公司为至少滞后一个财务年度）。其次，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能力

（CSPit）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与当期财务绩效（ROAit）正相关，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能力在当期即可对财

务绩效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即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在转化为财务绩效的过程中表现出近似“零时滞”的当期

效应，支持了假设 H2a；但发现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能力的滞后一期值（CSPi，t-1）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与当期

财务绩效（ROAit）负相关，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同样会耗费一定的财务成本，牺牲部分财务绩效，其发挥对

财务绩效的正向促进作用的有效周期最长为一个财务年度。最后，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与实践能力交乘项的

当期值（CSMit×CSPit）与滞后一期值（CSM i，t-1×CSPi，t-1）分别在 1%和 5%的显著性水平上与当期财务绩效

（ROAit）正相关，表明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与实践存在短期与长期的协同效应，并且短期协同效应强于长期协

同效应，支持了 H3a和 H3b。此外，在控制变量中，当期研发支出与企业社会责任的交乘项（RDit×CSRit）与当

期财务绩效（ROAit）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正相关，表明两者在提高财务绩效方面存在短期协同效应。

（2）在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与实践能力对市场绩效的影响方面。首先，企业社会责任管理能力（CSMit）及

其滞后一期值（CSMi，t-1）与当期市场绩效（TOBit）均无显著相关性，拒绝了假设 H1a和 H1b，表明目前我国资本

市场对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信息处于“弱反应”状态，其原因可能是目前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的强制性与自

愿性信息披露较少；其次，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能力的当期值（CSPit）与滞后一期值（CSPi，t-1）均在 1%的显著性

水平上与当期市场绩效（TOBit）负相关，拒绝了假设 H2a和 H2b，表明我国目前的资本市场对企业践行社会责

任实践的行为在短期和长期内均存在较为悲观的预期，这可能是由于当前大多数投资者对企业发展的认识

还停滞于片面的经济增长，亟待转型升级至“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等高质量发展理念。最后，企业社会责任

管理与实践能力交乘项的当期值（CSMit×CSPit）与滞后一期值（CSM i，t-1×CSPi，t-1）均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与当

期市场绩效正相关，表明我国资本市场对协同实施科学的制度建设与技术运用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新模式

充满期待。此外，在控制变量中，当期研发支出与企业社会责任的交乘项（RDit×CSRit）与当期市场绩效

（TOBit）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负相关，表明两者在提高市场绩效方面不存在短期协同效应，是否存在长期协

同效应则需进一步检验。

（四）内生性检验
自 Moskowitz（1972）以来，理论和实证文献就开始关注社会责任与公司绩效的关联关系。于洪彦等

（2015）基于制度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发现，当企业资本处于适中水平时，社会责任活动才能发挥对企业绩效

的最优影响。李双辰等（2015）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发现，电力企业当期财务绩效水平与社会责任显著正相

关；而尹开国等（2014）基于机构投资者短视理论发现，企业财务绩效水平越高，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越好。因

此社会责任与公司绩效可能互为因果关系，即存在内生性问题。

为了检验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本文根据伍德里奇（2009）建议的 Hausman内生性检验方法对企业

社会责任管理能力与实践能力进行了内生性检验。在工具变量的选择上，借鉴刘建秋和朱益祥（2019）、庞敏

（2015）的经验，采用迪博内部控制指数（IC）与公司研发人员与职工人数的比例（ER）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管理

能力（CSM）与实践能力（CSP）的工具变量。这是因为，内部控制指数反映上市公司的内控水平和风险管控

能力，企业社会责任管理能力日益成为内部控制拓展的重要方面；研发人员与职工人数的比例是测度企业对

科技创新投入端的重要指标，与产出端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技术能力正相关；而这两个变量与公司绩效的直

接相关性并不显著，符合工具变量的理论选取条件。实证检验所需数据来自迪博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数据

库和锐思数据库。

由表 5可知，当被解释变量为 TOB时，豪斯曼检验统计量分别为-4.778与 0.050，P值均不显著，故接受

“所有解释变量均为外生”的原假设；当被解释变量为 ROA时亦然。可见，企业社会责任管理能力（CSM）与企

业社会责任实践能力（CSP）均为外生变量。表明本文借鉴钱明等（2016）采用滞后一期方法对控制内生性具

有一定成效。

综上，在解释 ROA与 TOB的模型中，当期与滞后一期企业社会责任管理能力均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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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绩效负相关，据权衡假说理论，企业实施有效的社会实践往往会耗用生产经营的大量资源，从而影响其

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因此管理能力并未对财务绩效产生正面影响。而当期与滞后一期企业社会责任管理

与实践能力的协同作用始终在 5%及以上显著性水平与公司绩效正相关，表明加强社会责任管理与责任实

践及其协同作用是我国企业践行社会责任的有效捷径之一。即当企业内部管理水平较高，社会实践项目有

序推进时，拥有较好资源的企业整体运行步入正轨，同时加大产品研发，开拓崭新的产品市场，呼吁利益相关

者加大投资，引导消费者采购，公司绩效在短期内迅速上升。研发支出作为企业潜在的成本，在社会责任影

响财务绩效的作用机制中也产生了正向协同作用，拥有核心技术的企业迅速占领经营市场，为企业争取竞争

力，对企业的生存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双协同作用表明企业增加管理实践能力、加大研发支出会显著促进企

业财务价值的提升，利于企业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培育新的盈利增长点。

六、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选取 2014—2017年沪深股市 300上市公司及房地产、食品、制造业、建筑、运输、能源、服务业、

公共事业、采矿业、农业、综合 11个行业市值排名前 50强的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企业社会责任管理能力、实

践能力及其协同作用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样本公司大多缺乏社会责任意识，导致社会

责任管理能力不足，在企业社会实践能力方面也处于较低水平。回归分析表明：当期与滞后一期的社会责任

管理能力与当期财务绩效显著负相关但与当期市场绩效不相关；当期与滞后一期的社会责任实践能力分别

与当期财务绩效显著正相关和负相关，但均与当期市场绩效负相关；当期与滞后一期社会责任管理能力与实

践能力对当期财务绩效与市场绩效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协同作用。

（二）建议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认为我国上市公司应当从以下方面优化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与实践能力：

首先，企业应当规范社会责任管理体系并加强社会实践。在新时代下，企业应进一步强化社会责任驱动

要素，积极推进社会责任管理，完善社会责任理论体系，以合理的方式进行企业评估，将社会责任纳入企业日

常考核当中，促成企业行为规范化，不断改进，形成专属于企业自身的管理体系，降低财务成本，减少财务周

期滞后性的影响。同时，加强社会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企业竞争力和社会声誉，增强自身软实力，实现社

会价值，完成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的目标。

其次，重视社会责任管理与实践的协调统一。新时代对企业社会责任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国企业必须重

视社会责任建设，结合社会责任管理与实践长短期的协同效应，创造健康、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氛围，才

能实现与社会的同步发展。企业作为社会的一部分，应当结合实际调整自身的经济结构，制定对应的管理实

践目标，勇于承担社会责任，从而推动企业与社会的共同进步。

最后，应当完善社会责任监管体系。我国资本市场对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信息处于弱反应状态，对企业实

施责任实践的行为存在较为悲观的预期。因此，在“软约束”收效甚微时，“硬约束”应发挥作用，政府应加强

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科学指引，转型升级至“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等高质量企业管理模式。由于我国目前

尚未形成较为完善的社会责任监管体系，导致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能力是有限的。因此，政府应加强约

束和监督机制，建立社会责任报告制度，依靠社会各界进行监督，对不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进行公示并惩罚，

回应市场与社会的关切；同时，建立社会责任监督体制，推进社会责任法制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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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Management and Practice
Capability on Corporate Performance

Chen Xujiang1，Liu Tingting2
（Accounting College of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67，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sample of listed companies in 11 industries of Shanghai and Shenzhen stock market from 2014 to 2017，a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empirical test on the influence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management ability，practical ability and their
synergy on corporate performance（financial performance and market performance）is made. Through the fixed effect model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as follow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management ability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financial
performance and has a lag effect，but it is not related to market performanc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practice ability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 have a positive correlation in the current period and a negative correlation in lag period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practice ability ha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market performanc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management and
practice ability have a long‐term synergistic effect on financial performance and market performance. The conclusions provide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listed companies to promote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management and practice.
Keywords：social responsibility management ability；social responsibility practice ability；coordination；company performance

曾洪鑫等：

基于 EDAS模型的出口商品质量水平评价研究
——以 2012—2018年度广东省制造行业为例

曾洪鑫 1，陈文妮 1，2，3，彭定洪 2，3

（1.东莞理工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广东 东莞 523808；2.昆明理工大学 管理与经济学院，昆明 650093；3.昆明理工大学 质量发

展研究院，昆明 650093）
摘 要：出口制造行业管理者如何通过了解自身情况来整合与管理资源以创造更多价值，是实现出口贸易转型与产业升级的

关键。本文以广东省 2012—2018年 12个出口行业为研究对象对出口商品质量水平进行实证评价研究，构建了包括产品合格、

市场感知及社会责任 3项一级指标及其对应 10项二级指标的出口产品质量水平评价体系，通过 EDAS模型测评并分析了 12个

出口行业质量发展情况和存在问题。结果显示：出口商品整体质量水平处于中等水平，各出口行业质量水平参差不齐，照明行

业质量水平相对较高，鞋类行业质量水平较差。此外，通过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各行业出口商品质量评价指标的优劣情况，为

优化各行业出口商品质量提供了参考依据。

关键词：出口商品；质量评价；EDAS模型；广东省；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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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是全球第一大出口国，2020年中国出口贸易总额为 17.93万亿元，广东省作为全国出口的排头兵，

2020年出口贸易总额达 4.35万亿元，约占全国的 24.26%。其中出口商品占全部出口贸易的六成以上（纺织

品、服装、箱包、鞋类、玩具、家具、塑料制品 7类传统产品超过两成），但其出口贸易基础仍以劳动力资源、价

格为比较优势，以技术、品牌、质量和服务为核心的综合竞争优势并未形成，且同质化的恶性竞争为主要表现

形式，出口商品质量不容乐观。尤其是近年来，全球经济贸易摩擦趋势日趋严峻，中美贸易战更是反复拉锯，

各类质量事件更是层出不穷，2018年欧盟非食品消费类产品快速预警系统（REPAX）通报的问题产品案例

中，源自中国的产品案例占通报总数的 71.7%，2018年前三季度美国消费者保护委员会（CPSC）通报的召回

产品案例中，产自中国的产品占比达 86.5%，我国出口贸易面临前所未有考验，出口商品质量形势非常严峻，

迫切要求出口贸易从数量规模模式转向质量效益模式。国际经验表明，探索构建科学、适用、可行的出口商

品质量评价体系，准确把握出口商品质量水平和趋势现状，明确出口商品质量发展需求，进而建立有效性质

量控制措施和科学的质量风险预防机制，对于出口行业灵活应对国际市场变化和规避贸易风险、促进出口贸

易转型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陈保启和毛日昇，2018；陈晓华和沈成燕，2015）。

选取有代表性的广东省出口商品为研究对象，针对家用电器、电子信息产品、照明设备、玩具、家具、纺织

服装等 12个质量问题突出或关注度高的出口行业，进行评估质量水平、发现典型问题、总结经验教训，提出

改进和提高质量水平的对策措施，对于促进出口行业的转型升级和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

实紧迫性（陈保启和毛日昇，2018）。基于此，本研究的主要问题聚焦于探讨制造行业出口商品质量水平及其

优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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